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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到共相 
——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的视角演变 

阴志科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在  2012 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他借中世纪经院哲 

学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共相”深入探讨了“文学的本质”这个宏大问题，并由此对文学进行了一种“反本质主 

义”式的“本质主义”界定。在他看来，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界说和反本质主义界说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人 

们各自站在实在论和唯名论的立场上去理解文学：非要为文学找本质、下定义，是一种极端实在论的观点；而非 

要认为文学没有本质，则是一种极端唯名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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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 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已经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全书 

第一章却由中世纪经院哲学入手来谈论文学话题，伊 

格尔顿用意何在？笔者认为，自《二十世纪西方文学 

理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发表以来，伊 

格尔顿始终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在《文学事件》 

一书中，他引入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概念“共相” ，以此作为理论出发点重新评估了文学 

与形而上学、神学、科学之间的关系，并用一种“反 

本质主义”的思路为文学做出了“本质主义”式的界 

定，他还通过作为共相的“策略”(strategy)，在辩证 

法意义上重新厘清了各种文学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神学、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共相” 

一部谈论文学理论的著作，却在介入文学之前大 

谈哲学，竟然以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唯名论 

之争作为第一章，伊格尔顿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 

“药”？经过反复研读，笔者发现，伊格尔顿是想用 

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来引入一个常见的 

哲学术语，即“共相” ，而这个拥有古老历史的哲学术 

语在文学当中并不常见，但它在《文学事件》一书当 

中居于十分重要甚至核心的理论位置。 

共相(universals)的字面意义是“普遍性”或“共 

性” ，认识论意义上的“共相”可被通俗地理解为个别 

事物之间的共同特征， 人和马都是用肺呼吸的， “用肺 

呼吸”即二者之共相；但这只是共相的一层涵义，共 

相还是一个属概念、上位概念，比如“人和马都是哺 

乳动物” ， “哺乳动物”也是共相。 “共相”一词在佛教 

术语中较为常见，指“通于他者之相” ，如衣之红、果 

之红、花之红，作为共通之处的“红”即为共相， “指 

事物之共同相状” ， “相”是“语言思维的对象” [1](467) ， 

“共”即其特征。那么，共相的理论价值在《文学事 

件》一书中如何体现出来？ 

《文学事件》开篇提到一种常见的对于“科学” 

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科学话语比形而上学 
(metaphysics)话语具有某种 “优越性” ——科学同样在 

“研究事物的运行，却无需形而上的概念搅和其 

中” [2](7) ，科学基于经验，比如物理学，直接研究事物 

呈现出的现象，但形而上学却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去 

谈论现象之后的原因、本质、基础等抽象问题，由于 

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形 

而上学经常会导致无穷无尽的争吵， 但科学与之不同， 

科学几乎就是真理的代名词。 

显然，伊格尔顿在此谈到的“科学”是与形而上 

学、神学相对立的实证主义科学，这种“崇尚科学” 

的思想可上溯到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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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他认为：人类的思辨曾经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 

形而上学阶段以及实证主义阶段；在形而上学阶段， 

人们用推理和思辨去寻找事物的本质或者原因。但他 

认定这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神学，此阶段人类的理智 

并未进入成熟；只有进入实证主义阶段，通过可证实 

的经验去解释现象，尊重事实并发现规律，人类理智 

才真正成熟。所以孔德断言： “最后这一阶段才是唯一 

完全正常的阶段。 ” [3](2) “科学”正是要摆脱那些在经 

验上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形而上学争论，从而 

实现其为人类自身服务的目的。 

然而， 伊格尔顿并不认为这种基于实证主义的 “科 

学”比形而上学、神学更“高级” 、更“优越” ，相反， 

他认为这些思想体系之间有很多相关联、甚至相类似 

的地方，这些不同事物所共有的性质或相似性、共通 

性，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共相” 。 

首先，我们目前理解的科学就是孔德设想的实证 

科学，但从发生学角度看，后者并非先天与神学对立， 

科学最初的涵义是一种知识体系 
① 
，神学“在 17 世纪 

总体上并未将科学视为上帝的威胁， 在早期现代社会， 

科学家们会为了宗教的正统观念去辩护，自然神论是 

一种允许科学和宗教并存的策略” [4](76) 。他在《理论 

之后》一书中指出 [5](80−81) ：曾几何时，知识分子们在 

神学当中安营扎寨，后来哲学又给了知识分子们栖身 

之所，到了 19世纪，秉承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才逐渐 

成为此后人类知识的范式。那么，既然科学和形而上 

学、 神学之间并非如我们想当然理解的那样尖锐对立， 

所以伊格尔顿说，科学“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自我理 

解的方式，并不仅仅是对此前的简单否定，它有自己 

的本体论学说和符号体系(symbolic framework)” [4](77) ， 

在他看来，神学和科学都是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 

或者思考方式。 

其次，实证科学的出现，并没有表明“信仰时代 

被理性时代所取代” [4](76) ， “科学也和其他的知识形式 

一样，都要面对一些有关信仰(Faith)的问题” [4](131) ， 

比如，伊格尔顿用自己曾工作过的牛津Wadham学院 

的历史说明，科学有自己的信仰，即科学的本性应当 

是思想和探索的自由， 而不是对于教士和君主的忠诚。 

“科学也拥有自己的主教、牲祭、圣经、意识形态排 

斥、以及压制异议的仪式程序” [4](133) ；和宗教一样， 

“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组程序或者假 

设” [4](132) 。伊格尔顿还进一步指出，科学所谓的超然 

根本无法脱离道德或信仰而存在，比如说：没有某种 

东西的吸引，我们怎么会献身于科学这种劳作当中？ 

为了真实地理解对象，我们还必须具备某些美德去躲 

避陷阱、控制欲望；再比如，在科学工作中必然存在 

下列现象：对错误的豁达态度，忘我、谦卑、慷慨、 

努力工作，坚韧、合作意愿，谨慎判断……等等，难 

道不都是“信仰”的具体形式吗？ 

综上可知，一方面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实证主义 

哲学指导下的自然科学最初是补充和服务于神学的， 

站在所谓“科学”的立场去认定神学缺少知识论价值 

既缺少合理性，也不尊重历史；另一方面，不论在各 

自的具体形式上，还是在二者与“信仰”的关系上， 

科学和神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甚至共同性。 

然而，伊格尔顿对于神学和科学关系的讨论并不 

是为了论证神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他是为了说明科 

学与神学至少具有一个共同特点或者一个共相，即： 

“二者都把万物归置到一个抽象的一般法则集合当 

中” [2](13) ，他认为，科学和神学不过是从左手倒腾到 

右手的关系，科学和神学都不过是在用自己的话语体 

系去解释世界，科学关注经验世界，神学关注理念世 

界，任何对科学和神学的质疑都会遭到这两种话语体 

系的强力压制，而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让科学在一定意 

义上成为某种抽象之物，科学作为一个范畴已经成为 

“实在” ，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不但解释世界，更得 

到了无穷无尽的解释和论证。因此，神学也好，形而 

上学也罢，皆属于思想体系，这样，神学、形而上学、 

科学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共相” 。至此我们会问：伊 

格尔顿在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当中，只是为了说明科学 

与神学之间的历史渊源及其共同特点吗？ 

当然不是，伊格尔顿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知道： 

“共相”并非事物的本质，同理，作为具体存在的文 

学作品，其“共相”——比如内容上的道德性、虚构 

性、语词上的修辞性等等——并不是文学的本质。伊 

格尔顿是为了借神学、形而上学常用的一个术语“共 

相”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质”这个宏大问题。 

二、文学的共相并非文学的本质 

根据上文所述，神学(包括形而上学)话语和科学 

话语之间具有相似性，这些可视为二者的共相，在孔 

德看来，神学和形而上学之间有“共相” ，在伊格尔顿 

看来，神学和科学亦有“共相” 。那么，在西方哲学中 

“共相”究竟有何重大意义？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在共相问题上有两大分歧 
② 
， 实 

在论(Realism)认为共相是一种独立存在于精神之外的 

实在，共相产生于事物之前，主要以柏拉图学说为依 

据；唯名论(Nominalism)则主张共相不过是名称，在 

心灵中和心灵外都没有实在性， 共相产生于事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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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亚里士多德学说为依据。当然这只是大概区分，各 

派观点内部分歧很大，实在论、唯名论内部也有极端 

派和温和派的差别。在当代西方哲学教科书中，共相 
(the  universal)存在于人的心灵和理智当中，作为事物 

所具有的“性质” “属性” ，它既可以理解为事物所具 

有的共同性、一般性、相似性，也可以理解为事物间 

的“类概念”或者“属概念” 。我们关注的是：哲学家 

们为什么要研究共相呢？ 

对于柏拉图而言，共相是一种实体，共相即“理 

念” ，是个别事物存在的本源， 万物是理念的复制品 
③ 
； 

对于经院哲学家们而言，尤其是持实在论观点的神学 

家而言，共相具有实在性是为了论证作为共相的上帝 

存在，柏拉图和中世纪实在论者都认为共相是不依赖 

于主观意识的独立实体。但唯名论观点与这二者明显 

相反，他们认为共相只是基于事物存在而归纳总结出 

来的思维产物，是一些概念、名称。伊格尔顿在《文 

学事件》中认为， “实在论与唯名论”争论的核心问题 

正是“共相”问题，实在论一方坚持共相是实在的， 

而唯名论一方则坚持共相是人的观念甚至语词。 

神学认为上帝是万物的本原；形而上学认为认识 

事物必须把握其“本质” 
④ 
，本质是现象背后的决定性 

原因。在神学和形而上学阶段，也就是孔德所假定的 

人类思想不成熟阶段，本质、共相、原因几乎是同义 

语，柏拉图认为理念就是本质，理念决定了万物；而 

经院哲学中的实在论者则认为共相就是本质，共相就 

是上帝，上帝创造了万物。到了 20世纪，维特根斯坦 

依然提出： “命题中本质的东西是一切能表达相同意义 

的命题共同具有的东西。同样地，符号中本质的东西 

一般地说就是一切可用于同一目的的符号共同具有的 

东西” [6](202) 。可见，在实证科学大行其道的 20世纪， 

本质和共相依然难舍难分。虽然柏拉图和实在论者所 

坚持的实在论共相早已经被当代哲学所抛弃，但是， 

唯名论提出的共相，即从不同事物当中抽象、归纳出 

来的共同的东西，能够代替“本质”吗？ 

答案在伊格尔顿这里当然是否定的，他并不同意 

唯名论的观点：共相并不等于事物的本质，而找到共 

相，并不等于找到了事物成其自身的原因，也就是说， 

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即便能够通过推理得出，也不能用 

这种推理的结果去理解甚至定义具体事物，共相决不 

是事物的原因。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一书中花费 

了大量篇幅去回答文学中的类似问题，也是最常见、 

最根本的一些问题，即： “是什么特征让具体的文学作 

品被统称为‘文学’？”“让作品成为文学的充分或者 

必要条件是什么？” “文学有没有本质，有的话它是什 

么？”“文学的本质是从所有文学作品当中归纳出来的 

普遍特征(共相)吗？” 

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年代 

里，伊格尔顿承认那时自己是个反本质主义者，当时 

他认定文学并无本质可言，因为确定文学的本质“就 

像试图确定一切游戏所共有的唯一区别性特征一样地 

不可能” [7](8) 。本质如果是同一类事物所具有的、与其 

他类事物相区别的共同特征，那么，确定这个本质， 

就是在这一类事物当中归纳出一种“共相” 。 而在所有 

文学作品中寻找本质或者共同特征，就像给所有游戏 

下定义一样不可能，因此在那个时候，伊格尔顿认为 

“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 。 可以认为，伊格尔顿所 

反对的文学本质主义观正是错把所有文学作品所具有 

的共相当成了文学的本质。 

而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的 《文学事件》中他改口道： 

“尽管我仍然可以捍卫那个观点(注： 指文学无本质的 

观点)，但现在我却比当时更清楚地认识到，唯名论并 

不是实在论的唯一替代品。 ” [2](19) 为了理解这句话我们 

还是得返回到中世纪。 彼时实在论认为作为本质的 “共 

相”是实在的，唯名论则认为“共相”只是语词、概 

念，并非具体的实在，如果从日常经验上理解，后者 

似乎更符合人类的理性判断。可众所周知的是，唯名 

论并没有把实在论完全击败，相反，它具有的某些唯 

物主义倾向反而让自己屡屡被视为宗教异端而遭受打 

压，最终，两种哲学观点并未决出胜负。伊格尔顿对 

于文学的本质问题也持类似的观点：一方面，他站在 

实在论立场上认为，文学具有本质属性，这样才可以 

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他又站在唯名论立场 

上认为， 文学只是一个个具体的 “殊相” (the particulars， 

与共相相对，即个别事物，佛教称其为“自相”)，要 

在经验上予以直接把握，文学只能被描述，而不能用 

下定义的方式去把握，尤其不能利用文学的“共相” 

来为文学下定义、规定本质。 

比如，许多文学作品所共有的特征，如修辞性、 

道德性或者虚构性等等，并非文学所独有，广告、布 

道词、政府公告、笑话也具备这些特征，甚至有过之 

而无不及，这些所谓的文学特征在伊格尔顿看来只是 

文学的“共相” ，并不是文学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当 

然也不是文学的本质。所以，伊格尔顿还是借鉴了维 

特根斯坦关于“家族类似”和“语言游戏”的哲学观 

点，为文学进行了一种“反本质主义”式的“本质主 

义”界定：一方面，之所以是“反本质主义”的，是 

因为伊格尔顿像维特根斯坦一样，并不认为所有的文 

学作品都有一个(些)共同的本质， 这个(些)本质不能用 

来为文学下一个定义，这个(些)本质也不是文学的充 

分或者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之所以是“本质主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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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是因为像维特根斯坦一样，伊格尔顿认为作为理 

论研究对象的文学是有本质的， 只是它们只可以描述， 

不可以下定义，一旦下了定义，就是在用“共相”代 

替“本质” ，用“词”代替“物” 。我们知道，命名方 

式和事物之间的困境不仅仅是文学特有的现象，比如 

说， “圆”“红色”都不是实体，绝对的、丝毫不差的 

圆形和红色并不存在，它们只是理智的产物，当我们 

指认某些作品属于文学时，就像指定某些图形属于圆 

一样，既是在发现它们身上所具有的共相，又是在用 

一个抽象概念去命名它，所以我们不能为文学下一个 

四海皆准且一成不变的定义，因为“什么是文学”或 

者“什么不是文学”的命题总归可以在现实当中找到 

反例，和“圆”“红色”类似，绝对的、丝毫不差的文 

学，与定义严丝合缝的文学永远处于思维中的理想 

状态。

至此，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维特根斯坦在《哲学 

研究》中为“游戏”所做的界定： “我对游戏的概念， 

难道不是已完全地表达在我所能够给出的说明中？也 

就是说，表达在我对不同种类游戏的例子的描述中， 

表达在我对如何模拟这些例子而构造出各种各样别的 

游戏的说明中，表达在我声称不会把这个那个包括到 

游戏中去的这个说法中，如此等等。 ” [8](53) 维特根斯坦 

的意思是说，游戏只能被举例、描述、说明，无法被 

定义，更重要的是，游戏者会在进行的过程，也就是 

遵守游戏规则的过程当中尝试对部分规则进行微调， 

游戏是在游戏中被定义的，各种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类 

似的特点。同样的道理，文学也只能被描述，而不能 

下定义，对它的“界定”(而不是定义)只能在文学作 

品当中去描述；同时，文学作品又在历史和现实当中 

不断尝试打破原有的边界与规则，文学在其形成自身 

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着既定的文学定义， 文学是动态的， 

因而无法定义，对它的“界定”只能是对其共相的描 

述，而不是对其本质的概括，因为显然，共相不等于本 

质。所以，伊格尔顿承认，在《文学事件》找到的五个 

本质要素，即虚构性、道德性、语言性、非实用性以及 

规范性，是“经验而不是理论上的范畴” ， “来自于日常 

经验，而不是来自于逻辑概念自身的考察” [2](25) 。 

唯名论没有替代实在论，反本质主义也没能替代 

本质主义，正如后期维特根斯坦不能否定他的前期 
⑤ 
， 

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一书中充分运用了黑格尔辩 

证法中的“正题−反题−合题”逻辑，对实在论与唯名 

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之 

间看似对立的关系进行了彻底反思。正像伊格尔顿在 

其《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对英国批评界吸收法 

国结构主义思想时所打的比方：英国批评家们的工作 

“是在来自巴黎的各种新奇观念卸货时守在多佛尔港 

口，从中检验出似乎多少能与传统批评方法调和起来 

的星星点点，并态度和蔼地放这些货物过关” [7](120) ， 

我们现在同样可以断定，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到《文学事件》出版的数十年里，伊格尔顿不仅一直 

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他依然和传统中的英国批评 

家们一样，对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一贯秉承着“择其 

善者而从之”的学术态度，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英 

美分析哲学与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大陆哲学在伊 

格尔顿这里，不但没有什么冲突，反而关系十分融洽。 

文学既是历史性的，也是规范性的，从若干文学 

作品当中归纳出某些“共相”来很容易，但伊格尔顿 

提醒我们注意， 切不可把这些“共相”当作文学的“本 

质” ，甚至把它们当作文学的定义。关于文学的本质主 

义界说和反本质主义界说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人 

们同时站在实在论和唯名论各自的立场上去理解文 

学：对于实在论而言， “文学”作为共相是存在的，文 

学理论研究的文学正是实在论意义上的文学共相；对 

于唯名论而言， “文学” 只存在于具体的作品当中， “文 

学”作为共相只是一个语词，作为作品的文学是殊相 

而不是共相。由此可知，伊格尔顿既同意实在论的观 

点，也不反对唯名论的观点，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实 

在”的文学共相，文学理论就无法进行，而如果没有 

那些具体的、各不相同的文学殊相，文学根本就烟消 

云散了。如果非要为文学下一个定义，那么就是在坚 

持极端实在论的观点； 而如果非要认为文学没有本质， 

那么就是在坚持极端唯名论的观点。伊格尔顿在《文 

学事件》当中所做的正是要调和这种论争，他既认为 

文学不能下定义，同时又认为，文学是有本质的，至 

此，我们便回答了对于“唯名论并不是实在论的唯一 

替代品”的疑问。 

总之， “共相”不等于“本质” ，我们为了认知的 

方便去寻找共相，甚至可以说，共相是我们认知世界 

和自身的一个视角。在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当中， “共 

相”帮助我们认识了文学，共相并不是文学成为文学 

的原因，作为共相的文学与具体文学之间、具体的文 

学和文学本质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共相对伊格尔顿 

来说不过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方法论。 

此外，唯名论者还认为，通过理智和直觉，尤其 

是通过经验，人类才能认识到个别的实体，事物成其 

自身的“此性”(thisness)是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 

杜绝“共相”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 “共相”只是名 

称，它们的存在会遮蔽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每个事 

物是与众不同的， “共相”不可能说明事物的特殊性。 

同样，在文学领域里，也有很多人坚信，文学作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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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别的 “殊相” ， 对任何作品进行理论化的抽象概括， 

都会导致文学“意味”在不同程度上的损失，文学必 

须在审美体验过程中去感受，对文学的理论化、抽象 

化经常会遮蔽我们对文学的直观感知。可问题在于， 

缺少了理论的文学，和缺少了作品的文学，同样不可 

思议。这正是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最后一章所要 

讨论的问题：既然文学的共相不是文学的本质，那么， 

文学理论有没有本质？文学理论之间有没有共相呢？ 

三、文学理论的“共相” 

粗略地说， 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认为文学的过度“理论化”影响了我们对文学的 

感知，这一类可归入文学的内部批评，强调回归文学 

本身；另一类则认为感受文学之前必须通过思辨去澄 

清一些预设的前提概念，这一类被泛称为“文论” ，这 

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被伊格尔顿用来举例 

的文论包括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与 

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政治批评等等。 

伊格尔顿认为，这二者其实没有根本区别，所有 

理论都有预设， 不论什么理论都有一些概念需要解释， 

他说： “所有理论都是理论。 ”“不要以为理论运用复杂 

抽象的概念，而经验主义或者印象主义式批评就不 

用。 ”“所谓的非理论式的批评一贯都在追求那些象征、 

比喻、性格、韵律、隐喻、净化等类似的概念。 ”似乎 

“性格、情节或者抑扬格应该是不证自明的，而无意 

识、阶级斗争和漂浮的能指却需要解释一番” [2](167) 。 

既然所有理论都有预设，那么所有理论都具有的“共 

相”是什么？ 

在论述所有理论的某个“共相”之前，他做了一 

些铺垫，他先是发现以“无意识”为例，女性主义、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都会在不同程度 

与层面上理解和运用这个精神分析概念；再比如，政 

治批评和精神分析也有共相，对前者来说压迫性的统 

治力量被称为“霸权” ，而对后者来说就称之为“法则 
(Law)” ；对于现象学批评和精神分析来说，文本的意 

义和身体的意义都是“半遮半掩”的(half  reveal  and 
half conceal)，文本和身体都是语义和肉体的结合，对 

文本和躯体的关注就是这二种理论的共相。 

接下来，借助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思路， 

伊格尔顿敏锐地发现，所有文学理论果然有一个极其 

重要的“共相” ，那就是，它们都会采用一种把作品视 

为某种“策略(strategy)”的视角去认知作品 [2](169) ， “作 

品自身不能被看作是对于外在的历史的反映，而应该 

当作一种‘策略化的劳动’(strategic  labour)，这种劳 

动为了进入现实，必须对现实有影响，必须以某种方 

式置入现实之中” [2](170) ，在这个地方，伊格尔顿认为 

文学起着对现实世界的建构作用， 这种建构类似于 “劳 

动生产” ，在此生产过程中，有的原料被抛弃了，有的 

原料则化身为成品的一部分，而这个成品(即文学)将 

构成影响现实世界的某个组件。因此， 伊格尔顿认为， 

任何把文学内部和外部予以截然两分的想法都是愚笨 

的，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压根儿没有什么内外之 

分。文学面对并处理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纯然外在的外 

部世界。在随后的分析当中，问题/解决、内容/形式、 

事件/对象、意识形态/审美……这一系列在文学理论 

当中常见的二分法“成见” ，在伊格尔顿看来都是过分 

简化的，也是缺少辩证法思维的，所以， “策略”其实 

就体现了文学和世界之间的种种辩证关系。 

例如，针对“文学反映现实世界”的成见，伊格 

尔顿提出一种辩证的看法： “通过对现实的故意损耗或 

者故意疏远来实现自身存在。 ”“所有文学都被迫通过 

损坏世界的方式来重建世界” [2](172) ；针对“文学为现 

实提供想象式解决”的成见，他又提出： “文学不会在 

一般教科书的意义上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予以解 

答。 ” [2](173) “文本不会像医生诊断那样提供答案” ， “它 

可能会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表现出一种响应” [2](174) ；而 

针对形式和内容二元对立的成见，他提出： “文本策略 

需要在形式和内容的边界之间不停穿梭。 ”“就像启明 

星和长庚星，形式和内容在分析时有区别，但其存在 

却是等同的” [2](184) ； “文学作品的结构所生成的事件 

会反作用于结构，并转换其关系，在此意义上，文学 

作品拥有一种属于人类自由活动的形式” [2](200) ；针对 

“文学审美与意识形态矛盾” 的成见， 伊格尔顿提出： 

“文学文本会在寻找解决的同时抛出问题。 ”“文本包 

含着一系列的策略性妥协与谈判， 包括‘审美’ 与‘意 

识形态’之间不停的相互作用。 ”“意识形态矛盾可能 

会以一种形式上的进步来实现其临时性解决，但是这 

种进步又会在意识形态水平上再产生一个新问题，这 

个问题又会产生一个全新的形式困境，如此往 

复。 ” [2](181) 可见，伊格尔顿既不同意文学是对现实的 

机械式反映的观点，也不同意文学是对现实问题的想 

像性解决的阿尔都塞式观点，更不同意文学形式比文 

学内容更值得研究的形式主义观点，在他这里，文学 

和科学、神学都具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文学就是文 

学，它不但不依附于什么外部世界，反而从伦理学的 

意义上对外部世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直接影响，文学 

所提供的方案既是想像式的，又是临时性的，既是对 

问题的解答尝试，又在解答的同时在新的层面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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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问题，这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 

可见，通过运用“策略”(strategy)这个共相，伊 

格尔顿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上重新条分缕析了各种 

文学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运用“共相”的思路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贯穿 《文学事件》 一书的 “底 

层逻辑” 。 

从历史的观点看，文学理论是用来研究“文学” 

的，当文学的道德、审美甚至其他功利价值在知识体 

系和学科建制当中“值得”研究时，文学理论就成了 

对文学的一种认识方式，这和阅读纸质文学或者通过 

电影电视改编文学，在认识论意义上是等价的：文学 

研究者通过理论来认识文学，普通大众通过印刷品或 

者电影来认识文学，这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并没有什么 

高下之分。对大众来说，感受作品意味着价值，但对 

理论研究者来说， 文学有着更广泛甚至更深入的价值， 

他们既要用理论来研究作品，还要研究理论本身，所 

以，作为“共相”的文学既是研究方法，也是研究对 

象，尽管各种各样的理论一开始如同螺丝刀、斧头、 

剪刀那样是以种种“工具”或者“手段”的身份出现， 

但逐渐地， “手段”会演变成某种“目的” ，研究文学 

不得不事先熟知文学理论，这或许是“理论”一词在 

整个 20世纪后半叶广受诟病的哲学根源。 

文学不仅是一些具体作品，也是一个抽象的“共 

相” 。在普通读者那里，文学作品具有“殊相”存在的 

价值，而在专业读者(尤其是文学理论研究者)那里， 

作为理论关注对象的文学则具有“共相”存在的价值， 

文学既是一个个与众不同的“殊相” ， 也是一个具有共 

同性质的“共相”——区别在于，普通读者从认识论 

层面上把握文学，而专业读者从本体论层面上把握文 

学。而对伊格尔顿来说，只有将文学当成一种本体存 

在，后者才能起到干预世界甚至改造世界的意识形态 

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贯强调现实与政治的伊格 

尔顿，他对政治、人生、实践、伦理的观点是始终如 

一的。

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都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也是一种值得我们去深入认识和不断反思的“存在” ， 

所以文学研究者研究的“文学”既是共相，也是殊相， 

故而，《文学事件》一书反复提醒我们，从共相这个视 

角出发去把握文学、去重新认识理论，其意义是巨 

大的。

综上，从“共相”出发，整部《文学事件》既对 

文学及其所谓的“本质”做了哲学思辨，也重新考察 

了文学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 这是伊格尔顿在 21世纪 

为文学理论、美学甚至哲学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尽 

管“他的理论体系与论证方式经常体现出明显的后现 

代特征” ，但他“站在文学之外来研究文学”的思路是 

未曾改变的 [9](197−203) ： 之所以断定其论证属于后现代风 

格，是因为他能把哲学、神学、文学问题巧妙地嫁接 

在一起；而之所以说他站在文学之外，则是因为他从 

来都不是一个仅就文学而谈文学的所谓“文学理论 

家” ，他有自己横跨哲学、美学、文学甚至伦理学的庞 

大理论体系，而这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更密切的关注。 

注释： 

① 英语中科学(Science)源于拉丁文“知识”(Knowledge)，最初 

与艺术通用。后来科学有了“理论性”的含义，而艺术(Art) 
侧重指实用性的知识。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科学(Science)把 

神学和形而上学排除在外，专指实验性质的自然科学，尽管其 

他学科也有理论和方法，但“科学”专门用来指那些研究方法 

和研究对象具有所谓客观性的的学科。参考威廉斯：《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三联书店，2005。 

② 在西方哲学史上，古罗马哲学家波菲利(Porphyry)曾提出的三 

个关于共相的问题， 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把中世纪经院哲 

学家们分为实在论者和唯名论者，这三个问题是：(1)共相是 

实体还是思想中的观念？(2)如果共相是实体，它们是有形的 

还是无形的？(3)共相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的，还是存在于可 

感事物之中？ 

③ 一般意义上， 可以认为柏拉图是最早坚持 “实在论” 的哲学家， 

他认为共相既包括种属 (kinds)概念，也包括性质概念 
(properties)与关系概念(relations)，参考斯坦福哲学大百科在线 
(SEP)的“Nominalism in Metaphysics”词条。本文主要将其理 

解为性质概念。 

④ 有学者指出：西方哲学思维的特质即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后 

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深藏在其外在形态之中的本质， 从而 

把揭示事物的本质视为哲学认识的目的。 参见王晓朝、 李树琴： 

《西方古典哲学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演进》，《学术月刊》2009 
年第 10 期。可以简单地理解，所谓的本质主义一定要先设定 

一个“本质” ，比如，柏拉图设定“理念”作为本质，亚里士 

多德把本质归于事物本身， 后来的神家家又把本质归于上帝或 

者真主。 

⑤ 有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对本质主义持反对又坚持的态度， 参见 

顾乃忠：《四论维特根斯坦的文化观》，《学海》2012年第 4 期。 

毛崇杰指出： 维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思想矛盾并非本质主义与 

反本质主义，而在于他早期思想的核心是语言表达意义的清 

晰，后期专注于其模糊性与非确定。参见《本质主义与反本质 

主义》，《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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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ssence to universals: the perspective evolution of 
Terry Eagleton i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YIN Zhike 

(Literature Colleg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erry  Eagleton  has  kept  a  watchful  eye  on  the  essential  issue  these  years.  I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published 2012, Eagleton discussed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issue by virtue of a term Universals of scholasticism in the 
Middle Ages., and gave literature an essential definition with an anti­essential thought. Eagleton holds that literature has 
its  essential attribution  on  the  realism position  and meanwhile, he holds  that literature  is an  specific nominalism. He 
insists  that  the  reason  of  essential  and  anti­essential  minds  of  literature  both  exist,  due  to  the  double  position  that 
different people adhere  to realism and nominalism.  If we agree  that literature has  its very definition, we stand on the 
radical realism point; and if literature hasn’t its essence, we stand on the radical nominalism. 
Key Words: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Eagleton; Literature philosophy; Essent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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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urban space to flowing space—— 
Review of Manuel Castells’ spatial theory 

NIU Junwei 

(College of Marx,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Manuel Castells’ spatial theory consists of early urban spatial theory and later flowing spatial theory. In the 
former,  space  is  regarded  as  the material  expression  of  special  society,  as  a  segmentation  of  space,  cities  are  always 
structured by collective consumption on reproducing labor power in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stage. In the latter, space is 
defined as the material support of time­sharing social practices, with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and the domination of 
flowing space to local space is becoming the leading spatial logic in modern society. The essence from urban space to 
flowing  space  l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ts  perspective  develops  from  one­dimensional  city  to  pluralistic  city, 
research methods changed from structuralism to structure theory, narrative logic changes from capital to power, and the 
theory standpoint turned from radical leftists of Marxism to the conservative right wing of postmodernism. 
Key Words: Manuel Castells; urban space; flowing space; Marxism; postmoder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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